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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资助在构建基础研究多渠道持续稳定投入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种

特殊类型,联合基金在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等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

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学界对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内在机理的研究有待深入。 从“联合资助项目”到“联

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工作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 4 个阶段,其功能定位、资助方式、制度安排等在各

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 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的内在逻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合基金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在经费来源、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功能扩展;二是联合基金在合作的基本前提、内在动力和平台保

障等层面促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多元投入主体的优势互补。 联合基金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实现了

“应用目标—科学问题—资金投入—科研力量”的高效、精准对接。 面向未来,联合基金面临着协调统一管理与个性

化需求的挑战、塑造适应其特点的管理制度的挑战、突破投入主体“公”与“私”界限的挑战,仍需进一步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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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fund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multi-channel pattern of sustained and stable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As a special type of China’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the joint fund has mad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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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aspects of meeting the national demand, guiding diversified input,
promot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weak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ulti-investment guided by joint funds. From the “ joint funding project” to the
“joint fu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oint funding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of function
positioning, funding method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each stage.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joint fund guiding
diversified investment includes two aspects. First, the joint fund has realized the expans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C) in terms of funding sourc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services. Second, from the basic premise of coopera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platform guarantee, the joint fund
promotes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he NSFC and diversified investment subject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joint fund is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ocking of “application target-scientific problem-capital
investment-scientific research force” . Finally, the joint fund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coordinating unified
management and unique needs, shap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dapted to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public-private” boundary of the investment subject, which still needs further reform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joint fund; basic research; diversified investment;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government funding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

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

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 [1]。 近年来,我国基础

研究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但存在渠道单一、结构失

衡等问题。 为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通过

对“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鼓励社会

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

稳定投入机制”。
围绕基础研究多元投入议题,相关研究集中

在国际经验及比较[2 - 6]、我国投入结构失衡的原

因与政策建议[7 - 10] 等方面。 已有研究一致认为,
政府在基础研究投入中承担着两方面职能:其一,
通过国家财政为基础研究提供稳定增长的经费支

持;其二,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机构建设等,引
导多元主体共同投入基础研究。 因此,如果政府

无法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就难以有效缓解国家财

政支撑基础研究投入的巨大压力。
政府资助是引导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方式之

一,在一定时期内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际经验表

明,国家科学基金是撬动多元投入的重要手段。
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起非营利研发

机构支持特定研究或大科学装置,资助非实体产

学研合作中心推动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为企业投

入基础研究提供公共科技资源对接平台。
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通过联合资助工作,在面向国家需求、引

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等方面

发挥了独特作用,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

力支撑,已成为政府资助引导基础研究多元投入

的重要范例。
然而,学界对联合基金的相关研究不够系统

深入。 一方面,针对某一年度或某一类别联合基

金的微观研究较多,而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

较少。 另一方面,虽然一些研究围绕联合基金的

工作实践和运行管理[11 - 15] 等方面展开,但大多聚

焦于联合基金自身,而未能将联合基金与基础研

究多元投入联系起来。 总的来说,已有研究对联

合基金作为一种政府资助方式引导多元投入的内

在逻辑和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对具体

实践和操作层面的启示不足。
联合基金是政府资助撬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

的重要探索和制度创新,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
本文以联合基金为案例,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阶段

性特征,剖析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的内在逻辑,
最后,探讨联合基金面临的挑战。

一、联合基金的发展历程:从“联合资助项目”
到“联合基金”

自 1986 年成立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NSFC)与部门、企业和地方政府等主体联合资

助基础研究的演进历程可划分为以下 4 个阶段。
(一)计划体制下的“临时举措”(1986—1991 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计划体制,科研经费

和所需资源以行政权力统一配置。 改革开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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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资源的所有权、分配权和配置模式发生根本

性变革[16]。 在 1986 年成立之初,NSFC 就被赋予

了“推动科研与生产联合” “推动多种形式的横向

联合” [17]的使命。 1987 年 1 月,NSFC 与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建设部”)签署联合资助协

议书,共同投资支持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学科领

域的 21 个科研项目[18]。 此后,多家国家部委和行

业部门参与到联合资助工作中来,联合资助项目

类型从面上项目扩展至重点、重大项目。
然而,本阶段的联合资助工作是应对科学基

金设立之初国家财政拨款经费有限这一问题的

“临时举措”。 在制度层面,联合资助款项并不属

于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通知》中所规定的科学基金经费来源。 在实践层

面,NSFC 用于联合资助的经费属于“计划外”经

费,从原则上用于支持短期、应急性研究项目的委

主任基金中划拨。
(二)冲破计划体制的探索创新(1992—2000 年)
1992 年 1 月 1 日,国家科委发布《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财务管理办法》,将“部分联合资

助经费”纳入科学基金经费来源,联合资助工作获

得了制度上的“合法性”。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对科技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多渠

道、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 [19] 是加快科技进步

的重要方面之一。
联合资助工作一方面在既有轨道内纵深发

展,在基础研究投入方和参与者等层面改善了“部
门分割、互不通气” [20] 的情况,发挥了科学基金的

“粘合作用和总体功效” [21]。 另一方面,2000 年 8
月,首个“联合基金”的设立———NSFC 与上海宝钢

集团共同资助的“钢铁联合研究基金”———开创了

联合资助工作的新模式,意味着 NSFC 与联合资助

方形成了更为稳定、规范、长期的合作关系。
本阶段的联合资助工作日益成熟并有所创

新,是在“科学基金的带动下所进行的高层次产学

研结合,不但包含了资金、人员与知识的结合,也
是冲破旧体制的尝试” [22]。 但相关规定仍在

NSFC 面上、重点、重大项目管理办法①中以个别条

款的形式出现,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
(三 )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体 制 下 的 构 建 完 善

(2001—2018 年)
2001 年 3 月,NSFC 印发了关于联合资助工作

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关于联合资助工作的若

干原则意见》。 自此,联合资助不再是 “零敲碎

打”,而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的工作。
随着“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目标[23] 的

确立,以及加入 WTO 后国际竞争合作形势对国内

各主体研发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联合资助工作进

入快速发展期。 2006 年,NSFC - 广东联合基金正

式设立。 地方政府的加入扩展了联合资助方的种

类。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

理办法》出台,对联合基金的总体原则、申请与受

理、评审与批准、实施与管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经过多年发展,联合资助规模不断扩大、资助

类型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以联合基金为主,联合

资助项目、联合资助中心②嵌套并存的多维体系。
然而,相关工作仍存在功能定位不够精确、运行管

理程序有待改进、社会捐赠缺位等问题。
(四)走向新时期深化多元投入机制改革之路

(2019 年至今)
2018 年 11 月,NSFC 印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新时期联合基金试点工作方案》,针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不足、推动学科

交叉融合的力度较弱[24],以及联合资助工作存在

的问题等,对联合基金的定位和实施原则、设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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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199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评审、管理试行办法的若干补充规

定》,199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中有对联合资助工作的

要求。
　 自 2014 年起,联合资助工作形式拓展到联合资助科学中心,NSFC 陆续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贵州

省人民政府等共同出资设立 NSFC - 山东海洋科学中心项目、NSFC - 广东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项目、NSFC - 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

目、NSFC - 贵州喀斯特科学研究中心项目。



件和程序、经费管理、实施与项目管理、研究成果

及其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规定。 2019 年

3 月,新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将
“地方政府、相关行业和企业等多元投入”纳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来源③。 同时,以“面向国家

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

作” [25]为原则,整合后的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及行业联合基金逐步走

上正轨。 至 2020 年年底,新时期科学基金多元投

入机制初步建成[26]。
总的来看,联合基金相关工作没有先验的发

展模板,也没有预先的制度设计,是以“实践先行”
为特点的 NSFC 创立发展历程[27] 的组成部分,遵
循“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其功能

定位、资助模式和制度安排随阶段演变而呈现出

不同的特点(表 1)。 从“联合资助项目”到“联合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引导多元主体投入

基础研究的政府资助,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逐
步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研究多元资助

制度体系和模式。
近 10 年来,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数量逐年攀升、

经费规模连年扩大(见表 2)。 2011—2020 年,联
合基金资助项目的批准经费或直接费用④从 3. 69
亿元增长至 23. 88 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23. 06%。
联合基金投入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总批准经费

或直接费用的比例也由 2011 年的 2. 02% 增长至

2020 年的 8. 44%。 由此可见,联合基金愈发成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1　 不同发展阶段的联合资助工作情况

第一阶段:1986—1991 年 第二阶段:1992—2000 年 第三阶段:2001—2018 年 第四阶段:2019 年至今

功能定位
解决科学基金经费投入不足
的问题;改变科学研究与行业
产业问题相互脱节的情况

突破计划型科研管理体
制与资源配置机制

解决计划体制的遗留问题,引导多
元投入、资源共享、多方合作

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
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
促进多方合作

资助模式 联合资助项目
以联合资助项目为主,
出现联合基金

联合资助项目减少,联合基金增加
并成为主要资助模式

在协议期内的联合基金
与新时期联合基金并行

专门性文件 无
相关规定散落在面上、
重点、重大项目管理办
法中

2001 年 3 月, NSFC《关于联合资
助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2015 年
9 月,NSFC《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
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2018 年 11 月,NSFC《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新时期
联合基金试点工作方
案》

制度特点 计划体制下的非正式制度
具备制度上的合法性,
但依附于 NSFC 面上、重
点、重大项目

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系中的
正式资助类型之一,并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

致力于推进联合基金制
度的规范化及多元投入
机制的完善

表 2　 2011—2020 年联合基金资助情况

年度
资助
项数

联合基金资助
批准经费或

直接费用 / 亿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总批准经费或总
直接费用 / 亿元

联合基金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

比例 / %
2011 344 3. 69 182. 75 2. 02
2012 473 4. 78 236. 56 2. 02
2013 495 5. 10 235. 24 2. 17
2014 574 7. 33 250. 68 2. 92
2015 716 8. 60 218. 84 3. 93
2016 739 11. 29 227. 06 4. 97
2017 793 12. 32 252. 95 4. 87
2018 822 14. 06 259. 91 5. 41
2019 925 18. 51 280. 81 6. 59
2020 1084 23. 88 283. 03 8. 44
数据 来 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员 会 历 年 年 度 报 告 ( http: / /
www. nsfc. gov. cn / publish / portal0 / tab535 / )。

二、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的内在逻辑:功能

扩展与优势互补

联合基金何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其引导

多元投入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这一问题可以从

NSFC 自身的功能扩展、NSFC 与联合资助方的优

势互补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NSFC 的功能扩展

从 NSFC 自身的发展来看,联合基金在吸引基

础研究多元投入、促进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为
多元主体提供基础研究所需的社会服务等方面实

现了 NSFC 的功能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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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2005 年 3 月 17 日首次出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金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财政拨款,
同时依法接受国内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在 2008 年 5 月 28 日、2017 年 3 月 28 日两次修订中,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金来源的表述无变化。
　 2015 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划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本文依据 NSFC 历年年度报告统计口径,2015 年前的相关数据

以“批准经费”计,2015 年起的相关数据以“直接费用”计。



1. 基础研究经费的“粘合剂”:吸引、汇聚多元

投入

应对科学基金自身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是联

合资助工作最初萌芽的原因之一。 1986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仅有 8 000 万元,占当年国家财

政科技拨款总额的 0. 71% [28]。 在经费窘迫的情

境下,NSFC 要“开辟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除
国家拨款外,还要鼓励财政贷款、联合资助和资金

增值” [17]。
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联合

资助经费将原本散落在各部门、各单位的经费“粘
合”到一处,“打破了科技经费按部门切块分配的

旧办法,避免科研项目低水平的重复,增加了对项

目资助的强度” [18]。 如 1986 年,NSFC 与建设部联

合资助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为 6. 93 万元,而同年

NSFC 材料与工程学部一般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

强度仅为 2. 77 万元[2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确立后,2000 年

“联合基金”的设立是联合资助工作的里程碑。 相

较而言,“联合资助项目”与“联合基金”有两方面

主要区别(见表 3)。 其一,在项目数量和投入规模

上,联合资助项目支持单一项目,联合基金则支持

某一领域或方向的多个项目,从总体上扩大了科

学基金经费规模,增强了资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其二,在经费划拨方式上,联合资助项目的经费由

联合资助方“直接”拨至受资助单位;而在联合基

金模式中,联合资助方投入的经费必须先拨至

NSFC 账户,由 NSFC 按计划分期拨至受资助单位。
联合基金的出现意味着来自不同资助主体的投入

经费必须汇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 NSFC 统一管

理,对吸引多元投入、扩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

费体量有重要意义。
表 3　 “联合资助项目”和“联合基金”的区别

联合资助项目 联合基金

资助项目数量 一个 多个

经费划拨方式
联合资助方“直接”
将经费划拨至受资
助单位

联合资助方必须将经费
划拨至 NSFC,再由 NSFC
分拨至受资助单位

特点 短期、灵活的合作 长期、稳定的合作

2. 开辟基础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新路径:从“科

研经费”到“基础设施”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下简

称“基础设施”)是基础研究的重要资源和依托。
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对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布局重

视不足[30],存在基础设施使用率低、共享水平不高

等问题。 与行业部门共同设立的联合基金将

NSFC 配置资源的种类从“科研经费”扩展至“基础

设施”,为基础设施向社会开放开辟了新路径,增
强了对国家科技创新的总体服务和支撑作用。 以

NSFC -中国科学院天文联合基金(以下简称“天
文联合基金”)和 NSFC - 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

研究联合基金(以下简称“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为例,其作用机制可总结为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为全国科研人员使用基础设施提供了

机会。 通过规则设置,这类联合基金为基础设施

运行依托单位以外的科研人员,特别为偏远地区

和处于相对弱势学科的科研人员创造了更多有效

利用科学装置的机会。
第二,构建了基础设施的社会共享机制。 天

文联合基金将利用中科院天文台系统的观测设备

和数据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列为第一资助方向,仅
向中科院天文系统外的科研人员开放申请。 大科

学装置联合基金在 2009—2018 年将约 2 / 3 的项目

和经费用于支持外部单位开展研究[31]。
第三,构建了基础设施的社会共建机制。 在

天文联合基金中,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广州大学

等多所高校的科研人员参与了多项中科院天文设

备的更新、升级、改造工作[32]。
3. 扩展了 NSFC 的社会功能:从“有形资源”

到“无形服务”
我国基础研究力量主要聚集于高校和科研机

构。 当企业、地方政府等基础研究的“门外汉”具

有投资意愿、需求和能力时,将钱投给谁、投到何

处去、如何运行管理等就成为关键的现实问题,亟
需专业团队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

作为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NSFC“天
然地”肩负着为多元主体提供相关社会服务的责

任和义务。 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性和协作性,联
合基金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的接口。 通

过联合基金工作,NSFC 为社会主体提供普惠的公

共服务。
第一,联合基金将出题人与答题人、投资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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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者的需求和供给匹配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人” “财” “物”等基础研究资源在全社会的

开放配置。 第二,NSFC 工作人员在联合基金运行

的全过程中将科学家与投资方联系在一起,组织

双方共同参与科学问题凝练、项目遴选、验收管理

等环节。 第三,联合基金涵养了面向需求的基础

研究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 一方面,联合基金促

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走出“象牙塔”,了
解一线生产实践需要并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
联合基金具有更为多元复杂的主体间关系,培养

了一批优秀的科研管理人才。
NSFC 不仅是管理配置基础研究经费、设施等

“有形资源”的机构,与联合基金相伴而生的“无形

服务”更是 NSFC 的宝贵财富。 新时期联合基金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地方政府、企业、行业部门的

投入经费比例统一规定为 1 ∶ 3、1 ∶ 4、1 ∶ 2[33],弱化

了 NSFC 的经费支持功能,更加强调其社会服务功

能。 同时,这样的做法也有助于降低中央政府资

助对企业、地方政府等主体自身投入基础研究的

“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 随着多元主体投入基

础研究的意愿和实力不断增强,联合基金成为新

时期拓展科学基金社会功能的突破口和试验田,
NSFC 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二)NSFC 与多元投入主体的优势互补

与以国家财政作为唯一经费来源的科学基金

不同,联合基金由 NSFC 与联合资助方共同出资,
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投资” [34]。 通过降低投资成

本和风险、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为合作提供

平台保障等,联合基金实现了 NSFC 与多元投入主

体的“优势互补”。
1. 合作的基本前提:增强投入主体间的制度

性信任

基础研究自身的探索性、长期性、不确定性,
基础研究生产的科学知识的可共享性和可传播

性,以及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研究成果的“溢
出效应”等都是阻碍多元主体合作投入基础研究

的因素[35]。 成功的研发合作以不同主体间稳定的

信任关系为前提。
Mari Sako 将企业间的“信任”分为“契约型信

任”(contractual trust)、“能力型信任” ( competence

trust)和“愿景型信任” ( good will trust)等三种类

型[36]。 与企业间研发合作有所区别,联合基金作

为一种政府资助,具有一定的官方支持色彩,在合

作关系中引入了“制度性信任”,使投资者、管理者

和执行者的关系更为稳固,有效降低了投资成本

和风险。
第一,与税收优惠等鼓励多元投入的政策性

支持相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注入直接分摊了

联合资助方的经费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

内化了企业间研发合作中研究成果的 “溢出效

应” [37]。
第二,与政府 R&D 补贴相比,联合基金的“合

作投资”模式一方面能够切实影响联合投资方的

决策,确保资助经费直接 “定向” 投入基础研

究[38];另一方面能够避免一些企业为获得政府

R&D 补贴而虚报投入成本或产品价值[39],有效降

低了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40] 等问题的可

能性。
第三,对联合资助方来说,联合基金的设立意

味着获得了政府的认可与重视,除了可以获得经

费支持外,也是一种被政府认同的“承认”和“荣
誉”,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社会声望。

具体来说,作为国家科研管理机构,NSFC 与

地方政府联合投入基础研究,可以有效降低地方

政府通过基础研究获得“在地化知识”的成本和风

险;作为全领域资助机构,NSFC 与行业部门联合

投入基础研究,可以降低行业部门通过基础研究

获得“共性技术知识” 的成本;作为公共部门,
NSFC 与企业联合投入基础研究,可以降低企业通

过基础研究获得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科学知识的

成本和风险。
2. 合作的内在动力:需求牵引与问题导向

20 世纪中叶以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快速

推进,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和战略导向增强。 无

论是产业发展还是国家安全,都离不开基础核心

领域相关研究的有力支撑和先导引领。 联合基金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需求牵引类的应用基础

研究的重要途径。 充分考虑联合资助方的实际需

求,解决它们在产业发展或职能履行中遇到的科

学问题,并将联合资助方的需求贯穿于全过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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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是联合基金吸引多元投入的内在动力。
首先,由联合资助方提出应用目标和个性化

需求,再由 NSFC 组织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明确联合

资助方最紧迫的需求是什么、制约发展的瓶颈是

什么,将实践问题凝练为科学基金能够解决的科

学问题。 如柴达木盐湖化工科学研究联合基金的

应用目标是加强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开发,联合

基金将其转化为盐湖相平衡及其基础数据、盐湖

资源高效分离的新技术与新方法、盐湖资源高值

化利用及新材料研究、盐湖资源成盐化学及水盐

动态研究等科学问题[41]。
其次,在项目遴选和执行过程中,NSFC 对联

合资助方的要求和目标给予政策配套和优先支

持。 以 NSFC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石油”)共同设立的“石油化工联合基

金”为例,在申请项目的通信评审和专家会审中,
约 1 / 3 的评委是来自石油石化企业的专家。 这样

的设置有效避免了无关申请的入围,使获得资助

的项目更加符合中石油的实际需求。
最后,在中期和结题验收等环节,由联合资助

方对项目的研究进展和结果把关,不以发表论文

作为判断项目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加注

重研究成果是否真正地解决了联合资助方的问

题。 如 NSFC 与建设部共同资助的“高层超高层钢

结构建筑的建造”项目取得的成果达到了国家水

平,使我国在这类结构的施工中不必再依赖国外技

术设计[21]。 再如,“钢铁联合研究基金”资助了一批

与冶金新技术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被誉为“促进

基础研究推动产业进步的重要实践” [42]。
3. 合作的平台保障:信息、资源与制度

由于科学研究具有高度专业性,投资者与执

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缺乏判

断执行者研究水平的能力,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寻

找可靠的合作伙伴,导致在形成合作研发同盟的

过程中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可能抵消甚至超过

同盟形成后能够节约的主体间交易费用。
联合基金作为合作研发同盟的模式之一,在

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之间

建立起合作通道,降低了交易成本。 相比于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支持,联合资助方更加

看重联合基金的“平台优势”。 联合基金的平台效

应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NSFC 在基础研究发展前沿、国家政策

法规等方面掌握着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 一方

面,当前各学科领域深度融合渗透,呈现出多点突

破、群发性突破态势[43],基础研究向更远、更深、更
全发展。 另一方面,联合资助方关注的关键技术、
底层技术、共性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以基础研究的

长期积累和培育为前提。 然而,通常地方政府、企
业或部门的研究机构以应用研究或攻关研究为

主。 因此,联合资助方希望通过与 NSFC 合作获取

相关领域科学发展、国内外政策形势和战略需求

的完备信息。 这对于当前以前瞻性部署为重要特

点的基础研究工作来说至关重要。 如在“智能电

网联合基金”中,国家电网公司关注的问题是如何

在未来五年、十年保持国际领先优势,希望通过借

助 NSFC 的专业信息资源研判领域发展趋势,开展

超前储备性研究。
第二,NSFC 集聚了全国范围内各类优质的基

础研究资源,实现了科研所需各类要素的集中有

力、高效有序配置。 由地方政府或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合作可能存在组织松散、协调性较弱、集聚资

源能力有限等问题[44],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
而在联合基金中,作为政府机构的 NSFC 调配资源

的能力更强、范围更广、质量更高。 特别是 NSFC
聚集了全国优质的基础研究人力资源。 依托

NSFC 的科学家资源,联合基金具备在全国范围内

吸引人才的“天然”优势,有效缓解了人才在不同

单位和区域的“双重分布失衡”问题。 这是联合资

助方看重联合基金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NSFC 设立“核技术创新联合基

金”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开放合作聚集人才,为战略

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 再如中石油

希望通过联合基金充分调动国内主要大学、一流

科研院所的领军专家团队的积极性,实现产学研

深度融合、一体化研发。
第三,NSFC 规范有效、中立超脱的基础研究

项目运行管理制度体系为联合基金的健康运行提

供保障。 一方面,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格局的构建

不仅需要“经费”投入,还需要与之配套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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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支撑。 依托 NSFC 在科学问题凝练、项目

遴选、质量控制、管理监督等方面业已形成的体制

机制和品牌优势,联合基金为需求牵引的基础研

究工作从“出题”到“答题”的全过程提供了制度保

障。 另一方面,一些产学研或企业间 R&D 合作通

过设立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机构实现[44],虽然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和管理成本,但易

受短期经济利益影响,可能导致合作偏离科学研

究的目标和规律。 而联合基金超脱于各方利益

的、公正合理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实现合作的科学

研究目标和长期利益。
上述分析表明,联合基金取得成功的根本原

因是实现了“应用目标—科学问题—资金投入—
科研力量”的高效、精准对接,其内在逻辑与作用

机制如图 1 所示。 依托 NSFC 平台的完备信息、科
研资源和制度优势,联合基金将基础研究多元投

资主体与科学共同体联结起来。 投资主体提出应用

目标,并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同投入经费,借助

NSFC 平台,科学共同体将应用问题凝练为科学问题

并开展研究工作,最终产出成果实现应用目标。

图 1　 联合基金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

三、联合基金未来发展要应对的主要挑战

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与高

质量发展要求下,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更加有力地

推动产业、行业、区域和社会发展成为联合基金的

重要使命。 联合基金在引导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方

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和经验,并有进一步扩大的

趋势,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折射出我国

构建基础研究多渠道投入格局面临的重大挑战。
总的来说,联合基金未来发展要应对的挑战主要

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一)协调联合基金统一管理与个性化需求的

挑战

从联合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系的关系

来看,多方合作投入的联合基金与中央财政作为

唯一投入方的科学基金在运行管理上存在“特殊

性”与“一般性”的矛盾。 同其他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通过产生普惠性的研究成果服务于整个社

会相比,联合资助方一方面希望借助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聚集全国优质人力资源的优势和规范化、
权威性的制度平台,另一方面则期待能够更好地

满足其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特殊需求。 就前

者而言,联合基金应尽可能加强项目申请的开放

性、公平性;就后者而言,联合基金也要尽可能提

高满足联合资助方特定需求的针对性、有效性。
因此,联合基金在项目指南选题的凝练形成、执行

过程的质量控制、研究成果的高效转化等方面,都
需要联合资助方的深度共同参与,并在一定程度

上有别于 NSFC 一般通行的管理机制。
然而,联合基金“合作投资”的本质在现行体

制下未能充分体现。 第一,联合基金现行管理模

式依然停留在常规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的思维模式

中,依托“一般性”基金运行管理流程和制度,未能

体现联合基金的“独特性”,大量工作仍聚焦在对

已有联合基金项目的延续和进一步规范,未在当

前常规政府主导的基金管理制度上实现突破。 第

二,地方政府、企业等联合资助方投入基础研究的

最终目的是解决技术难题、推进产业化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 在联合基金的整个运行周期中存在

两次重要“转化”:一是在立项时将联合资助方的

应用目标凝练“转化”为科学研究问题,二是在结

题时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服务于实际应用。
当前,第二次“转化”仍有待改进。 联合基金项目

评审和评估的机制与指标未能充分体现部门、地
方和企业等联合资助方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诉求,
存在知识产权归属问题难以解决、研究成果开放

性不足、共享关联度差等问题。
(二)塑造适应联合基金特点的管理制度的挑战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元投入机制的改革情

况来看,当前,新时期联合基金体系与原有联合基

金体系“双轨并行”,带来管理方式上的挑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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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针对每一联合资助方独立设置联合基金,
而新体系则将各联合资助方的资金归入区域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等“大口

袋”。 但无论新旧体系,都需要与联合资助方逐一

签订协议,各联合资助方都要参与项目运行管理

的全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双轨并行”带来以下

问题。 一方面,新体系如何在“大口袋”下实现对

众多联合资助方的有效协调管理,如何兼顾联合

基金整体性要求与各联合资助方的个性化需求等

问题是未来工作的重点、难点。 另一方面,新体系

对联合资助方的最低投入规模和投入比例做了规

定,虽然推进了联合基金工作的规范化,但也无形

中提高了参与联合资助的“门槛”,导致一些投资

意愿强、但投资能力较弱的潜在联合资助方投入

无门或积极性受挫。 例如,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规定科学基金与企业按 1∶ 4 比例投入经费,导致

企业参与积极性下降[45]。
当前,新体系初步建成,但效果如何有待考

证。 联合基金的未来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是向

前一步进入新体系,或后退一步回到旧体系,抑或

是维持现状两种体系并存,还是会另外建立一套

全新的体系? 无论最终走向哪条道路,联合基金

工作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甚至还会经

历不断试错、改错的过程。
(三)突破联合基金投入主体“公”与“私”界

限的挑战

1986 年,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通知》明确指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基

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同时接受国内外单位

和个人的捐赠”。 然而,时至今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接受私人部门投入和社会捐赠的实践仍属空

白。 究其根源,是未能突破“公”与“私”的制度边

界。 实际上,在世界科学发达国家,私人部门和社

会力量是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来源,是对政府资

助的有益补充和调剂[46]。
从基础研究投资主体与执行主体的关系上来

看,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基础研究重要性

认识的提升以及社会资金的积累,民营企业、慈善

团体等社会力量作为“投入主体”支持基础研究的

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历史

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我国的基础研究“执行主

体”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公有

部门或单位。 与“国有”性质的部门、机构和企业

相比,普通民营企业和社会资金缺少投入基础研

究的渠道,同时,相对难以获得体制内的认同和信

任。 如公共投入部门存有对国有资产流失和成果

收益分配难以切割等问题的担忧。 这就造成了基

础研究市场的供求错配,限制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和效果。
由于尚未形成合理的公私合作投资机制,

NSFC 只能将一些主动提供资金的私人社会资本

暂时搁置。 这不仅限制了联合基金自身的发展,
还打击了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实际

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营企业和社会资

金必将成为基础研究投入的关键力量,如何“唤
醒”并合理利用这股力量,是联合基金未来发展以

及我国多元投入整体格局构建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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